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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研究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在学术界几乎已

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实际上被历史赋予了导演和组织现代化的

重任，政府这一角色表现的好坏对国家现代化成功与否发挥着极大的影响，有时甚至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①]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十分艰难和缓慢，历届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表

现，已日益成为大家考察的重点。本文试图以财政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 （1927～

1937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作一宏观考察。财政是百政之首，庶政之母，是国家一

切变化的晴雨表，考察国家财政的吸纳能力、财政支出结构 和财政政策的社会功效，从

某种程度上而言，无疑是研究政府现代化角色的一个较为客观的切口。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吸纳能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吸纳能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吸纳能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吸纳能力力力力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是资金困乏，因此，中

央财政的吸纳能力的强弱是影响其现代化速度快慢的关键。如何将途径不多、数额有限的

资金集中起来投资现代化事业，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课题。 

   一般而言，衡量一个国家财政吸纳能力的指标，往往是通过观察国家财政收入同

GNP的比值，但如果国家政权仍未统一，中央与地方利益不一致，则用中央财政 收入同

GNP的比值来观察国家财政吸纳能力较为准确，这一比值反映中央政府能够动员汲取的

社会资源占总社会资源的份额。显然，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财政 吸纳能力用后者的

比值更适合。 

  反映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吸纳能力的关键是中央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两组数字。关

于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中央财政收入的数字，研究民国财政史的许多著作其统计均不尽

相同，互有出入。笔者主要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见表一）。

[②] 

  在表一中，列有实际岁入与预算岁入两组数字，主要由于理论界对中央财政吸纳能力

中的中央财政收入的界定有实际岁入与预算岁入两种意见，故笔者一并列出供参考。 

  表一：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收入统计表   （单位：百万元）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收入的数据不易得到十分准确的材料，目前被学术界广

泛引用的材料有两种：一是叶公嘉统计的数据，[③]包括杨格在内许多外国学 者认为叶

氏数字较全面可靠。二是巫宝三统计的数据，[④]大陆和台湾学者引用较多。从表二中可

以看出，叶氏和巫氏统计的数字相差较大，巫氏数字显得偏低。 据美国费维恺教授研究

认为，叶和巫所作估计数的最大差别，在于对农业净增值和对农业内部各种作物产值的估

计不同。[⑤] 

  表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  （单位：百万元） 

 

 

 

   根据上述表一、表二的两组数字，我们可以得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吸纳能

力。表三显示，无论是以叶氏统计数字还是以巫氏统计数字，无论是以中央实际收 入还

是以中央预算收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吸纳能力都仅在 2%到 8%之间，中央财政

吸纳能力 6年中平均最低为 2.8%，最高为 5.0%，这一数字同翁 之镛、费维恺教授的研究

结果略有出入，但相差不大，翁之镛认为 193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 GNP的 2.1%，

1934年为 4.8%，在 1949年以前没 有超过 7%。[⑦]费维恺认为 1931年到 1936年国民政

府的吸纳能力为 2.1%到 4.3%之间，平均为 3.5%。[⑧]然而，同时期世界其它工业化国 

家的财政吸纳能力均在 25%以上，[⑨]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吸纳能力显然过弱。 

  表三：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吸纳能力表[⑥]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吸纳能力低弱，其关键是中央财政收入的吸纳不足，制约中央

财政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税源狭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占 65.9%，制造

和服务业占 34.1%。[⑩]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整 合中央与各省之间的

关系，重新划分国地收支系统，将田赋收入划归省地方，试图取得地方各省对中央政府的

政治支持，而中央税则只好在关税、盐税、统税中征 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预算

岁入结构中，关、盐、统三大税占主导地位，在许多年度中，它们占岁入实收数的百分比

高达 95%左右，[（11）]在制造 业、服务业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农业产值仍是国民生产

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财政只在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服务业中征

收税收，其财政收 入的吸纳无疑会受到限制而无法进行大幅度实质性的扩充。尽管国民

政府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关、盐、统三税的税率，但从表三中我们可以观察

出其吸 纳能力却未能显著提高，其能力提高十分缓慢。 

  第二，中央财政受到地方侵蚀。其表现有二：一是中央税被地方截留。许多省份的国

税并不上缴 中央，而作为本省份的军费支出。例如 1932年各省市留用国家税收计

137475635元（东三省留用 69402296元，其余各省留用 6803339 元。）[（12）]这一数字

如不包括东三省的截留数，则占中央财政收入的 1/10强，如包括东三省则达 1/5强。而

且，中央为了接收各省国税，还要付出很 大代价，如 1935年，中央为了收回宁夏省盐

税，答应以每年暂拨 72万元以资补助该省为条件。[（13）]另外，在有些省区内又复有

军阀控制的独立王国， 他们不仅截留国税，而且还任意发行债券，如 1934年度四川二十

一军的预算表中，就列有属于国税的盐捐和烟捐近二千万元，私自发行债券亦二千万 

元。[（14）]这些都无疑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吸纳能力。表现之二是地方苛杂附税奇重，影

响国家税收。仅举一例说明，盐税为中央收入，但地方附加税屡禁不 止。到 1936年，附

税仍相当严重，据曾仰丰调查，全国各地盐税附加计有河工捐、产地捐、军事特捐等 30

余种，其地方附税额几同正税相等，如长芦盐区的盐 附加税为每担 4.033元，正税为 4.1

元。[（15）]附税奇重，一方面使百姓不堪负担，另一方面又导致走私猖獗，从而不同程

度地使中央财力受损。 



   第三，财务行政整合能力低，征收费用偏高。在南京国民政府历年预算中，各年度

的财政费用列数很大，最高年度 1931年度列 7900万元，最低年度亦在 6500万元以上，

[（16）]这一费用几占全年岁入的 10%左右，1930年和 1932年度则超过 11%以上。财政

费用明显偏高，其主要原因是财政官员 的贪污腐败。在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山东省

财政厅长魏宗晋说：“财政官吏有三十分之一归公，而以三十分之二十九中饱，如果此弊

铲除，则收入即可增加三十 倍”。[（17）]另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省许多国税机构

仍实施包商制度，结果“人民输其十，而公家仅得其五耳”。[（18）]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建设设设设 

  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动的一面镜子，观察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大致反映政府在现代化

建设中的角色表现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努力程度。 

   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中，军务费占居首位，平均占岁出的 41.2%，高

者达 50.8%，最低亦在 30%左右。债务费居其次，平均占岁出 32.1%。军务费和债务费两

项平均占总支出的 73.3%，最高时达 80.2%。尽管这一比例已相当高，但实际上仍被技术

性地缩小。自 1933年孔祥熙长 财部之后，迫于舆论压力孔祥熙将军费预算缩减，而将带

有国防性质的一些开支列到教育费和建设费中，如 1934年度，建设费中列“国防建设

费”1400万 元，教育文化费中列“军事教育费”1500万元，[（19）]两项几达 3000万元，

如将这一数字有进军费中，则该年度军费占岁出总数的百分比则会增加 2.4个百分点。另

外，需要指出的是，表中所列债务费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军费。有人对 1932年的内债

用途做过研究，发现该年内债用在军政费上的占 86%，[（20）]尹文敬对 1936年公债用

途的研究其结果亦相似，即用在军政上为 73.2%。[（21）]因此，杨荫溥先生说：“国民党

政府的军务费 和债务费表现在财务支出方面，虽然表面上为两个不同的项目，但在本质

上其实是一个项目，均为军务费。只不过一个代表的是现在的内战费用，另一个代表的则

是 过去的内战费用，过去预支内战费用的偿还。”[（2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设费用在实际总支出和预算总支出中的比例很低，在实际支 

出中，建设费所占比例最低时只有 1.3%，最高亦仅有 3.8%，平均为 2.3%。在预算总支出

中，最低是 1933年，只占 1.2%，最高是 1936年为 6.3%，平均为 3%。但实际上这一数

字有水分，由上文中我们看到，从 1934年度后有许多军事费用列在建设费一栏。因此，

杨荫溥先生判断说：“属于建设 性的支出在本期事实上从来没有超过实支总额的 4%；其

中如实业费和交通费都不到 1%，可能只在二百分之一左右，建设费和教育文化费虽稍多

一点，但也都不到 2%。”[（23）]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而国民政府财政

部的报告则带有吹嘘的成分，所谓“建设性支出年有增加，由 1927年 0.6%至 1936年增达

9.9%。”[（24）]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中，非生产性的消耗支出占 90%以上，建设性支出

还不到 4%。这 一财政支出政策颇受时人非议，但处在内忧外患中的南京国民政府又不得

不将巨额资金投入军队建设，以期巩固其统治。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内战频仍，北

伐 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闽变、五次围剿红军、两广事变等接踵而



至，与此同时，日本又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内 忧外患，

交相逼来，南京政府几乎耗尽了全部财政收入来穷于应付。 

  另外，国民政府每年还得担负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仅庚子赔款一项， 从 1927

至 1931年每年应付 2450万两，从 1932年至 1937年每年应付 3540万两，尽管后来许多

国家宣布退还，但名为退还，实则不过变更用 途，因此中国财政并未因退还而略抒喘

息。[（25）]这无疑使得本以拮据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无暇顾 及经济建设，虽然，在 1928年底成立了主管国营事业最

早的机构--建设委员会，但其主要功绩只是修筑公路，带有较强的军事性质。1931年，全

国经济委 员会成立，才开始研究建设计划，到 1935年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加快了建设步

伐。1935年资委会开始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1936年总预算为 5493千 元，占国家总预

算的 0.4%，1937年为 18682千元，占国家总预算的 1.2%。[（26）]纵观南京国民政府十

年期间，由国家政府经营的厂矿企业有 首都电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国酒精厂、中国

植物油料厂等，但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到 1937年，国营经济部门还很软弱，政府所

办工业的总额，仅占全国 （现代）工业资本额的 11%左右。[（27）]很明显，这离政府主

导国民经济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财政政策与现代化环财政政策与现代化环财政政策与现代化环财政政策与现代化环境境境境 

  制定正确的财政政策，营造良好的现代化环境，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发展

中国家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基于此，本目着重考察十年时期南京国民政

府为推动经济建设而制订和实施的主要财政政策。 

   关税自主。中国的关税主权自鸦片战争后就为帝国主义把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后，即分别与各国谈判收回关税主权问题，并于 1929年宣布关税自主，同时实 施新税

则。新税则规定将进口货分为数等，其最高税率为 27.5%，到 1933年 5月，更把最高税

率提高到 80%，从而改变了过去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值百 抽五的规定。关税自主，一

方面使国家关税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 1928年度的 179.1百万元增加到 1936年的

635.9百万元。[（28）]但更 重要的是提高关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对中国

的倾销，特别是由于提高税率集中于那些国内也能生产的产品，致使该类产品的输入不断

减少，据统计， 该类产品占总进口量由 1926年的 81.2%降到 1933年 67.0%，[（29）]其

后仍在继续下降。这一数字显示国民政府新的关税税则对外国输入商品 有明显的制约作

用，外国输华商品的减少，有利于国内工商业拓展市场，扩大生产。另外财政部还制订了

一些关于出口免税、出口退税的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当然 关税自主后，南京国民政府

的关税政策仍有许多不足，如歧视国货、各种名目的关税附加税以及保护民族工业的力度

不大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其对国民经 济的推动作用。 

 

 裁厘改统。自清朝咸丰三年以来，厘金日益成为增加人民负担、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的恶税。1931年 1月 1日，南京国民政府严令裁撤，改征统税。 裁厘虽不彻底，但厘金



的废除基本取得了成功，这对全国工商业的发展无疑是一大福音。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税

政策对民族工商业的摧残同厘金相比几乎毫不逊色， 这同设立统税的初衷发展民族工业

大相径庭。首先是统税利率过高，对民族工业形成直接威胁。如 1931年 1月实行麦粉统

税时，每包税银由原先 4分加至 1角， 计提高了一倍半；实行棉纱统税时每包税银由 1

元 5角加至 8元以上，计提高 4倍多。[（30）]至 1933年税则修改时，棉纱统税又提高了

2倍多。由于税率 的提高，许多厂家不堪重负，相继停工关闭，如 1934年，仅天津一地

就有四家大火柴厂被迫停工。其次是统税迁就外商企业，打击民族工业。如以卷烟统税为 

例，1934年卷烟统税由七级简化为二级。据统计，低纸烟的实际税率由 14.67%增为

57.97%，而高级烟的实际税率由 17.69%降为 16%。[（31）]但高级烟多为外商企业，低

级烟则多为华商企业，这无疑有利于外资企业压价倾销。这种税率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极为

不利。 

   统一币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货币流通极其混乱，货币种类繁多，市价不

一，成色纷繁，至于中外银行发行的纸币更是紊乱不堪。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国民 经济

的发展。1933年，南京政府决定实行“废两改元”，统一币制。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

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 为法币（后增加中国农民

银行），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法币政策的实施促使物

价普遍回升，刺激了经济复苏，使得沉闷不景气的 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机。1936年 9月与

上年同期相比，生丝、棉纱、小麦、面粉、茶叶、食糖等价格，平均上涨 27%，[（32）]

物价上涨刺激了生产，中国 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5年的 237亿元，增加到 1936年的 258

亿元，增长 9.3%。就工业的各个行业而言，普遍出现了复苏以至较大发展的局面，如启

新 洋灰公司纯益由 1935年的 149万元上升至 1936年的 216万元，资本盈利率由 11.34%

升为 16.54%。[（33）]对外贸易也趋于活跃，贸易 额迅速增加，1936年比 1935年增长

10.2%，其中出口贸易额增长 22.6%。[（34）]法币政策的推行，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

基本应予肯定。至 于国民政府利用推行法币政策对经济进行统制以及实行通货膨胀，这

到抗战爆发后才日趋明显。 

  内债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财政支出不 断膨胀，而岁入增加有限，因此政

府财政赤字日益庞大，亏短数由 1928年的 8千万元增加到 1936年度的 6亿元，[（35）]9

年间增 7倍多。为了弥补财 政赤字，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大量内债来弥补，据杨

格统计，从 1929年度到 1937年度，发行公债的数字额为 19.98亿元，实得 15.3亿元，这 

两者之间的差额即为内债发行的折扣。[（36）]据朱契研究，1927～1937年发行债券

10.58亿元，但实际所得只有 5.387亿元，仅为面值的 53%。[（37）]因而，虽然公债的名

义利率仅为 8%～9%左右，但财政部实际支付的利率却为 12%～16%，如果本息能如期收

回，债券持有人便可得到 20%～30%的收益。由于经营债券获益巨大，因此几乎所有银行

都只愿从事债券投机而不愿进行生产性投资，整个 30年代，对民族工商企业来说，银行

信贷一 直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南京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内债大都

充作非生产性的军政费用，因此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实质上就是一种扼 杀

经济发展的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上述财政政策，其制订实施的初衷，大都是为了保护和促进国内经济的

发展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从实际结 果来观察，国家财政收入是有了一定的提高，但

对于国内工商业的保护和促进、营造现代化环境等方面，则基本未达到目的。尽管关税自

主和法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而这对于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十年

时期的国民经济来说，则其作用很有限。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怀特教授在考察南京国民 政府经济发展后认为，“在使国家决定性

地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维持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独立方面，国民党政府并未取得

成功”。[（38）]笔者从中央 财政的角度考察，几乎可以得出相同结论。有位西方财政学

家说过“财政上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所有的变化都会在财政上

有所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中央财政能力十分低弱，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的漠

视，财政政策的初衷与结果的脱节，这一切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未能 

充当主导和推动的角色。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经济发展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8%～9%，但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经济的发展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多大直 接关系，从

某种程度上而言，应归功于地方利益集团的指导。[（39）]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十年

时期，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弱化是中国未能步入现代化之路 的关键。 

  注释： 

  ① 参见[美]罗伯特·海布乐、罗纳等著《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 1989年

版；[美]M.J.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 1990年版。 

  ② （15） （16） （24） 财政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36） [美]杨格：《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483～489、164页。 

  ④ 巫宝三编：《中国国民所得》，1947年版。转引自刘国平著《中国与世界经济

发展的比较》，湖南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2页。 

  ⑤ ⑧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3、112页。 

  ⑥ 叶氏能力 1指中央财政实际收入同叶氏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叶氏能力 2指中央预

算收入同叶氏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巫氏能力 1、2类同。 

  ⑦ 翁之镛：《民国财政检讨》，台北华园出版社 1952年版。转引自王绍光、胡鞍

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9页。ⅱ ⑨ 王绍光、胡鞍

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0页。 

  ⑩ [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13页。 



  （11） （14） （19） （20） （22） （23） （28） （30） （35）杨荫

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5～46、98、65、75、76、

47、55、43页。 

  （12） 杨汝梅：《财政论集》，上海新中华书局 1935年版，第 48～49页。 

  （13） 《宁夏财政年刊·报告》，1936年，第 29页，南京图书馆藏。 

  （17） （18） 欧宗祐：《财政上之三重监督》，《财政论集》第一集，广东财政

厅编辑处 1929年版，南京图书馆藏。 

  （21） 尹文敬：《非常时期财政论》，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第 312页。 

  （25）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46年版，第 293页。 

  （26） 郑友揆：《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17～318页。 

  （27）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27页。 

  （29）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4年版，第 82页。 

  （31） 《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11

页。 

  （32） 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272页。 

  （33） 《启新洋灰公司资料》，三联书店 1963年版，第 269～270页。 

  （34） 《财政年鉴》续编，第 12编，第 2、11页，1943年。 

  （37） 朱契：《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第 232页。 

  （38） （39） 怀特：《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见罗荣渠《中国现代

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责任编辑：张新强） 



 


